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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欧阳军喜（１９６５—），男，湖南桂阳人，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①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英文名称为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日本称之为“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但中文名称则繁多。在２０世纪２０年

代主要称之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３０年代以后则有多种称呼，如“太平洋国际学会”、“太平洋学会”、“太平洋关系学会”、“太平洋国际

协会”、“泛太平洋学会”、“太平洋会议”等等。其中“太平洋国际学会”是１９３１年以后中国分会对这一机构的正式称呼。本文为方便起

见，统一以“太平洋国际学会”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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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洋国际学会（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①成立于１９２５年，是一个由关心太平洋地
区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问题的知识界和商

界人士组成的非政府的民间学术组织。总部最

初设在檀香山，后来迁到纽约。最多的时候在

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菲律宾、苏联、澳大利

亚、新西兰、英国、法国、荷兰、印度、巴基斯坦、

印尼设有１４个分会。１９４７年以后，太平洋国际
学会不断受到“亲共”的指控，１９５２年又被美国
参议院指控为应对“丢失中国”负责。学会也因

此失去了合作者和财政援助，只好于１９６０年宣
布解散，前后共存在了３５年。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ａ
ｃｉｆ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的分
会，同时又有一定的独立性。中国是太平洋国

际学会的创始国之一。从１９２５年参与发起太
平洋国际学会到１９５０年宣布退出，中国太平洋
国际学会总共存在了２５年的时间。这２５年间
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变化，太平洋国际

学会也直接参与到了这场巨大的社会政治变革

当中。学会最初因宗教的热忱而得以成立并发

展，之后又因开展民间外交活动受到政府的重

视而兴盛，最后又因所谓“共产主义渗透”问题

而解散。从学会的性质及其立场来看，中国太

平洋国际学会大体经历了宗教化、民族主义化

及意识形态化三个时期。试分而述之。

一、宗教化时期：１９２５—１９３０

自１９２５—１９３０年间，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一直处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影响和控制之

下，是为学会的“宗教化时期”。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早期的宗教色彩并非

偶然的、独特的现象，而是当时所有各国分会的

共同特征。这是因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得以成立

的最初的源动力就是来自基督教青年会。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热点逐渐由近东移到了

远东，世界的舞台也逐渐由大西洋搬到了太平

洋，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新的“太平洋时代”即将

来临。与此同时，源于一种新眼光的世界潮流

也兴起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政治层面

的国际关系通常由政府垄断，而经济、文化领域

的国际关系则由私人或企业进行。但是战后出

现了一种新趋势，政府越来越多地介入了经济



和文化事务，同样私人也开始进入以前神秘的

政治和外交领域。① 一些新的国际关系准则也

确立了，比如公开外交、自决、公理等等。正是

在这一背景下，太平洋沿岸各国基督教青年会

决定发起一次会议，讨论太平洋国际间各种问

题，以期能够消除彼此间的误解，并求得一个解

决问题的方法。此议由檀香山商学界领袖提

出，与美、中、日等相关国家的名宿磋商之后联

合发起，并于１９２５年７月在檀香山召开了第一
次会议。会上决定把该会的名称定为“太平洋

国交讨论会”，并设立永久机构，总部设在檀香

山，各国设立分会，每两年集会一次。② 这便是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由来。

中国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发起国之一，参

与其事的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③ 中华基督教

青年会在成立时，即采取不参预政治的立场。

但到１９２０年，中国的基督教不仅面临着“五四
运动”以来科学对宗教的挑战，也面临着日渐高

涨的民族主义下反宗教活动的冲击。基督教内

部要想稳定，同时又要赢得国内同胞的接纳，就

必须有所改变。时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余

日章遂顺应时势，提出了他的政教观。他认为，

基督徒并非不能爱国或必须放弃公民的责任，

而是应该做一个最高尚的爱国者与最完美的公

民。④ 为此，他号召中国的基督徒以国民身份积

极从事国民外交活动，以增进国际间之善意与

种族间的谅解。在他看来，“一国之国际地位与

国民外交有密切之关系，凡国民之最富有外交

活动力者，其国家之国际地位，没有不继长增

高。反之，国民最不喜作外交之活动者，其国家

之国际地位，没有不江河日下。因为国民外交

活动，最易增进国际民族间友谊的好感，同情的

观念，谅解的精神和互助的事业等。这许多事

都为政府所难能者，而假手国民，便能收事半功

倍之效”⑤。因此，当檀香山商学界领袖倡议召

开太平洋各国青年会会议时，余日章立即响应。

１９２５年２月间，余日章、朱成章二人，召集上海
各公团，推选委员３０余人，组成中国筹备委员
会。其中又推选执行委员７人，担任筹备执行
事宜。他们是：余日章（主任）、赵晋卿（副主

任）、黄任之（副主任）、方椒伯（司库）、许建屏

（书记）、唐俞庆棠和朱经农。到５月底，各项筹
备工作基本就绪。这便是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发起之经过。⑥

１９２５年７月１—１５日，太平洋国际学会成
立大会，也即是学会的第一次年会在檀香山举

行。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夏威夷、日

本、朝鲜、新西兰、菲律宾和美国九个国家或地

区的代表出席了会议。⑦ 会上由于日本强烈反

对美国１９２４年通过的排外法案而使移民问题
备受关注，总共３６次圆桌会议中有１７次是讨论
这一问题的。其他的议题有：文化接触，包括教

育和宗教，７次；工业和外资，６次；中国的对外
关系，４次；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关系，２次。⑧ 由
于是第一次会议，所有的议程都是临时决定的，

中国的一些外交问题也讨论到了，但还不是兴

趣的中心。这次会议的最大成就，就是证明了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坐到一起，以一种宽

容和理解的态度就有争议的问题坦率地交换意

见。会议拟定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章程》，章程

规定：“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系由关心太平洋各国

邦交大势之男女人士组织而成。其集会及一切

活动，并非代表任何国之政府或其他法团，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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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ＪＴｏｙｎｂｅｅ，Ｗｏｒｌｄ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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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９，Ｓｅｐｔ１９３１

陈立廷：“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东方杂志》

第２２卷第１９号，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又见陈衡哲：“太平洋国交会议记
略”，《现代评论》第６卷第１４２期，１９２７年８月２７日。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正式成立于１９１５年，首任总
干事为美国人巴乐满（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ＳＢｒｏｃｋｍａｎ），副总干事为王正廷，
巴乐满返美后由王正廷接任。１９１７年余日章接替王正廷担任总
干事。

王成勉：“余日章与青年会”，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编，《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出版，

１９９３年。
余日章：“中国在国际间之地位”，《青年进步》第７３册，

１９２４年５月。
陈立廷：“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经过之颠末”，

《青年进步》第８６册，１９２５年１０月。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共１２人，他们是：罗有节、王季

玉、张履鳌、黄宪昭、温世珍、顾子仁、陈达、陈立廷、晏阳初、欧阳心

农、李绍昌、林国芳。见陈立廷：“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

经过之颠末”，《青年进步》第８６册，１９２５年１０月。
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Ｌｏｏｍｉｓ，Ｌｉｇｈｔ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ｉｒ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３，Ｎｏ１，Ｊａｎ１９３０



系个人自由的行动，意在促进沿太平洋各民族

之福利与安宁也。”①为了表明学会的独立性质，

在这次会上，所有的会员都以私人身份与会。

同时，学会的讨论也集中在文化和经济问题上，

尽量避免涉及政治问题。②

檀香山会议之后，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得

到学会总会的支持和帮助。１９２６年６月，学会
总干事梅勒（ＭｅｒｌｅＤａｖｉｓ）访问了上海和北京。
在上海他会见了中国分会的会员和２０多位中
国各界的领袖级人物。在北京他会见了大批中

国名人，其中有范源廉、梁启超、王国维和胡适。

同时梅勒还广泛接触了中国最好的学术机构，

访问了清华学校、燕京大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

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并与这些机构建立

了合作关系。③ 梅勒此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分

会的发展，许多名人纷纷加入学会。

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２９日，学会又在檀香山举
行了第二次年会。④ 这次会议的特别之处有二

点：一是英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⑤二是民族主

义在中国的发展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也引起

了对调整列强与中国关系的紧迫性的认识。⑥

这两个新因素的出现导致了会议议程的改变。

按照原定的计划，本次会议的议题是：一、文化

与教育问题；二、种族与移民问题；三、工业与外

资问题；四、外交与政治问题。四者之中尤以文

化与教育问题为重要。不料英、美两国的会员，

在太平洋东岸会齐上船赴会的途中，便在船上

把预定的会议议程完全改变。他们决定把中国

的国内政治问题与太平洋国际关系作为会议讨

论的重点。⑦ 由于“五卅运动”后中国反英情绪

激烈，当时中国在国际政治问题上与英国处于

对立地位，所以会议的讨论集中在中英关系上。

总共２９次圆桌会议中有１２次是讨论中国的对
外关系，特别是中英关系的。此外，文化问题５
次，工业与外资问题３次，移民、人口与食品问
题８次，太平洋托管地 １次。⑧ 此后，“中国问
题”成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讨论的中心问题。

１９２８年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改组，分
设高级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高级委员会的成

员是：余日章（主席）、赵晋卿、方椒伯、徐新六、王

云五、刘鸿生、陈立廷、朱经农、刘大钧、俞庆棠。

全国委员会由２０人组成，他们是：唐绍仪、蔡廷
、梁启超、熊希龄、周作民、宋庆龄、孔祥熙、曹云

祥、伍朝枢、陈光甫、刘鸿生、宋汉章、温世珍、张伯

苓、颜惠庆、严范孙、蔡元培、黄炎培、孙仲英、徐庆

云。⑨ 尽管这份名单中有一些非宗教人士，但实

际负责其事的仍是青年会中人。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２８日至１１月９日，太平洋国
际学会第三次年会在日本京都举行。瑏瑠 其时中

英、中日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本来“五卅惨

案”后中国人的反英情绪激烈，在前二次会议

上，有关中国的治外法权、关税自主和租界的收

回等问题，英国都是中国辩论的对象。但自

１９２６年英政府发表对华宣言，英国对华态度即
趋缓和。加之在第二次会议上，英国代表表示

英国绝对不会对中国采取干涉政策，并且极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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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永久组织’委员会纪录”，《青年进

步》第８６册，１９２５年１０月。
ＳｔａｎｌｅｙＫＨｏｎｂｅｃｋ，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ｄ

ｄｒｅｓ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７，１９２５，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ＩＸ，１９２５

Ｓｅｃｏ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ｌｅｔｔｅｒｆｒｏｍＣｈｉｎａ，Ｊｕｎｅ２０，１９２６，ＮｅｗｓＢｕｌｌｅ
ｔｉｎ，Ａｕｇｕｓｔ２４，１９２６

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共１４人，他们是：余日章、顾子
仁、陈立廷、李绍昌、林国芳、刘鸿生、牛惠生、牛徐衡、鲍明钤、王廖

奉献、洪煨莲、陈衡哲、黄福民、郝伯阳。参见“附录”，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
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１９２７，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Ｈａｗａｉｉ，Ｊｕｌｙ１５－２９，１９２７，ＥｄｂｙＪ
Ｂ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８）

英国本身并不是太平洋地区国家，但英国在太平洋地区

有许多殖民地，它是英联邦的领导者，在太平洋地区有广泛的利

益，因此也被邀请加入太平洋国际学会。

ＭｉｎｇｅｃｈｉｅｎＪｏｓｈｕａＢａｕ（鲍明钤），Ｃｈｉｎａａｔ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
ＸＩＩ，１９２８

陈衡哲：“太平洋国交会议纪略”，《现代评论》，第６卷第
１４２期，１９２７年８月。

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Ｌｏｏｍｉｓ，Ｌｉｇｈｔ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ｉｒ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３，Ｎｏ１，Ｊａｎ１９３０

Ｃｏｕｎｃｉ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Ｉｓｓｕｅ１，Ｍａｙ１９２８
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共３１人，他们是：余日章、陈立

廷、鲍明钤、张伯苓、何廉、夏晋麟、徐淑希、周守一、李应林、刘大

钧、宁恩承、潘光旦、苏上达、陶孟和、曾宝荪、王子文、王子文夫人、

王卓然、王世静、吴达铨、吴贻芳、阎宝航、陈衡哲、徐宝谦、桂质良、

南秉方、戴蔼庐、曹炎申、曾宗砲、董其政、温世珍。见“附录”，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１９２９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ＮａｒａａｎｄＫｙｏｔｏ，Ｊａｐａｎ，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３ｔｏＮｏ
ｖｅｍｂｅｒ９，１９２９ｅｄｂｙＪＢＣｏｎｄｌｉｆｆｅ）



中国解除不平等条约束缚。英国愿与中国竭诚

磋商，或俟统一政府成立，或与各方面的事实政

府协商解决，都无不可。英国也愿与中国单独

进行，不必等到与其他列强共同行动。① 英国的

这一态度令中国的与会代表“惊异而同时感觉

愉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代表在会

上表现出的沉默和含糊的态度，令中国代表“感

觉不快”②。加之日本相继在山东、东北制造事

端，企图阻挠中国统一，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取

代了五卅后的反英情绪。自此东三省问题渐为

世人所注意，“满洲问题”也就成了第三次会议

讨论的焦点。在全部４２次小组讨论中有２１次
是讨论满洲问题的。此外会议还讨论了“机器

文明与传统文化”、“工业化及人口食粮问题”、

“太平洋外交问题”等。③

二、民族主义化时期：１９３１—１９４５

京都会议后，由于学会讨论的重点转移到

中国问题及中日关系问题上，学会的影响渐渐

扩大，因而也吸引了政府的注意，宗教的色彩越

来越淡。１９３１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太平洋国
际学会年会使中国分会彻底摆脱了过去的宗教

化时代而进入了一个民族主义化的发展时期。

上海会议从筹备到召开经过了一段曲折。

先是１９３１年２月２日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宣布
杭州为会议地点，其理由是杭州“远离政治中

心，但又很方便”，而且杭州“具有历史魅力和现

代精神”。④ 不料，到５月下旬的时候，北京的东
方问题讨论会发表宣言，反对会议在杭州举行，

理由是太平洋国际学会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御

用机关”，中国分会的会员是“迎合帝国主义的

走狗”。东方问题讨论会的宣言一出，南京亚洲

文化协会及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杭州市党部、南

京市党部等纷起附和。更有人宣称，若会议在

杭州开会，将有“忠实党员及高丽革命青年，组

织铁血团，携手枪炸弹赴大会助兴”⑤。为了确

保会议顺利进行，蒋介石于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４日在
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发表演讲，批评了那种反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论调。他说：“太平洋国际协

会此次在华开会，其发动固多出于青年会中人，

惟正式邀约，则系出之政府。政府之为此，实欲

联络国际间国民之感情，且藉以宣传我国之不

平等地位，决无宗教意味存于其间。”“太平洋国

际协会，系由各国国民自动的推选代表组织而

成，实非各国政府之机关，其目的也在以国民资

格，集合研究国际间各种矛盾问题，进而提出适

当之方法，以期相互谅解，联络各国国民间之感

情，并非某国藉以侵略某国之工具。此种团体，

吾人不惟不宜反对，并宜充分赞成及奖励，以促

进我国国民外交与民族运动之成功。”⑥此后，反

对之声渐息。

不料就在蒋介石发表演讲４天之后，“九一
八”事变爆发，中国分会遂致电太平洋国际学会

理事会，要求会议延期举行。⑦ 同时日本分会也

要求会议延期并改在第三国举行，并且表示如

果在中国开会，日本会员将不出席；如大会不顾

日本会员出席与否照常开会，日本分会将退出

太平洋国际学会。⑧ 经过中日代表和太平洋国

际学会理事会几度磋商，双方最终都同意按照

原计划如期开会。不过为了减少中日间民气冲

突，会议地点由杭州改为上海。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１
日至１１月４日，会议最终在上海举行。参加会
议的有中国、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日本、新

西兰、菲律宾、美国和荷兰九国代表。⑨ 会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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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Ｆｒｉｄｅｒｉｃｋｗｈｉｔｅ，Ｏｐｅｎ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Ｂｒｉｔｉｓｈｇｒｏｕｐ，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Ｊｕｌｙ１６，１９２７Ｎｅｗ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Ａｕｇ
１９２７

洪业：“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二次大会概述”，《青年进

步》第１０６册，１９２７年１０月。
“太平洋会议开幕”，《申报》，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３日。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ｏｔｅ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４，Ｎｏ３，Ｍａｒ１９３１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大会”，刘驭万编：《最近太平洋

问题》上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出版，１９３２年版，第１页。
蒋中正：“太平洋国际协会之性质———二十年九月十四日

在中央纪念周演讲”，《中央周报》，第１７２期，１９３１年９月２１日。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六），安徽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５６－１５７、１５８页。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ｏｔｅ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４，Ｎｏ３，Ｍａｒ１９３１
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共３３人，他们是：胡适、张伯

苓、张竹平、陈立廷、陈达、何廉、夏晋麟、徐淑希、徐新六、宁恩承、

顾子仁、刘鸿生、刘景山、刘湛恩、刘王立明、潘光旦、陶孟和、曾宝

荪、吴贻芳、阎宝航、吴达铨、陈衡哲、曾广顷、余日宣、陈长桐、顾季

高、刘世芳、刘驷业、骆传华、王国秀、丁文江、刘驭万。刘驭万编：

《最近太平洋问题》“附录”。



议程也作了相应的调整，修改后的议程为：（一）

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关系；（二）太平洋地区的政

治关系；（三）食品和人口问题；（四）太平洋地

区的附属地和土著；（五）文化和社会关系；

（六）移民和种族问题；（七）劳工和生活水平问

题。① 不过，在会议的实际进行中，“满洲问题”

仍是讨论的中心。日本会员认为，满洲事件与

国联盟约或凯洛格非战公约（ＫｅｌｌｏｇｇＰａｃｔ）无
关，纯为和平或自卫起见，日本军队的行动只是

为了保证条约的权利，日本随时准备与中国谈

判解决当前面临的争端及争端背后的问题。中

国会员表示不能接受日本的“防卫”理论，并指

责日军在满洲的行动是侵略。中方坚持通过国

际联盟的压力，迫使日本从中国领土上撤军。

只有侵略军完全撤走之后，才可能与日本进行

谈判。②

在上海会议召开前，中国分会的领导层进

行了改组。余日章因病辞去了中国太平洋国际

学会理事会主席和第四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

主席职务。中国分会遂决定请颜惠庆顶替。颜

惠庆提议组织主席团，他愿为主席之一，但会议

之后他不愿担任中国分会主席。③ 随后颜惠庆

又很快被任命为驻美公使，中国分会遂选举胡

适为第四届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主席。在会前

的筹备会议上，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正式颁布

了学会的章程。章程规定“本会定名为中国太

平洋国际学会”，英文名称是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本会的宗旨是：“研
究太平洋国际问题，努力国民外交，增进各民族

间友谊及谅解。”④会址设在上海敏体尼荫路

１２３号。此外，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还改组了领
导机构，设立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共１５人，他
们是：徐新六、余日章、周诒春、陶孟和、刘湛恩、

胡适、丁文江、吴鼎昌、刘大钧、何廉、张伯苓、陈

光甫、刘鸿生、吴贻芳、陈立廷。另设执行委员

会常务委员８人，他们是：胡适（委员长）、吴鼎
昌（常务委员）、刘鸿生（书记兼司库）、陈立廷

（主任干事）、徐新六（副委员长）、刘湛恩（常务

委员）、何廉（研究主任）、刘驭万（副主任干

事）。⑤ 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中国太平洋国际

学会的领导权已经从青年会手中转移到自由主

义知识分子手中。

胡适担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

委员长一职后，极力在学会中推行自由主义的

政治理念。在上海会议开幕时，他说：“我们在

此工作的第一天，对于我们的问题和工作的性

质，当有一种明白的谅解。这些问题，是各国和

各民族的问题，我们的工作，是为这些国家和民

族着想，为了一个民族或为了许多民族着想。

这是最神圣的信托，但也是最危险的工作。这

一工作在华人圣贤的口吻说来，‘一言兴邦，一

言丧邦’。我们只能祛除偏见去负这神圣的责

任。”⑥到１９３３年８月１４日至２８日在加拿大的
班夫（Ｂａｎｆｆ）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次年会
上，⑦胡适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这一思想，并用它

来解释太平洋学会的法则。他把学会的法则归

纳为二条。第一条就是，当太平洋学会开会时，

会员不应该把自己仅仅看作是某一个国家代表

中的一员，而主要应该看作是学会的一员。这

对于会员摆脱国家的偏见，用其他国家人们的

观点来理解自己国家的问题是必要的。如果一

位会员在会上不能作为学会的一员去思考，那

么他离开会议以后也绝不能作为学会的一员去

分析和发言。他所说的第二条法则是，当开会

时，会员应该尽力以科学的态度去思考。所谓

科学的思考就是负责任的思考。每一个人都应

该对提倡的理论或他支持的学说可能产生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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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ｎｏｔｅｓ，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４，Ｎｏ１１，Ｎｏｖ１９３１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Ｇｒｅｅ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ｄｉ

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ｏｕｎｄｔａｂｌ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５，ＮｏＩ，Ｊａｎ
１９３２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纪录”（１９３１年７月１８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

一编，文化（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８７１页。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章程”（１９３１年），刘驭万主编：

《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第２３１页。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题名”，刘驭万主编：《最近太

平洋问题》上卷，第２３３－２３４页。
《申报》，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２日。
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共１４人，他们是：胡适、张伯

苓、陈翰笙、刘驭万、刁敏谦、吴贻芳、陈衡哲、何永佶、梁士纯、沈昆

山、陈达、朱友渔、ＰｉｎｇＮＣｈｕ，ＭｉｓｓＳｉａｏ－ｍｅｉＤｊａｎｇ见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１９３３“附录”。



果想清楚，并准备使自己在道义上和思想上对

这些后果负责。① 由于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班夫

会议为避免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对当时太平

洋地区最重要的中日问题尽量避免讨论，结果

会议所讨论的问题只限于“太平洋之海上军

备”、“税则与贸易之限制”、“菲律宾独立问题”

及“美国禁止东方人入境法”等，导致会议显得

毫无生气。②

然而，１９３５年华北事变爆发，日本灭亡全中
国的野心暴露无遗。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的扩

张也威胁到了英美各国的利益。就在这种背景

下，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民族主义倾向越来越明

显。１９３６年８月１５—８月２９日，学会第六次年
会在美国玉斯美公园（ＹｏｓｅｍｉｔｅＰａｒｋ）举行，胡
适第三次率团出席。③ 苏联首次派代表出席了

会议。④ 尽管会前日本分会致函总会要求“不谈

国际近事，只求研究根本原因”，⑤中日问题还是

被列为中心问题。胡适在会上一改前两次会议

上对日本的温和态度，就日本对华政策，猛烈加

以抨击。胡适指出，中国任何政府，凡力足以统

一国家而增强国家之地位者，皆非日本所能容

忍，此在日本，殆已成为定策。日本以武力占领

东三省后，对于中国，即已酿成一种战争状态，

不但中国经济复兴运动为所阻挠，即他国与中

国合作事业，亦因此而无法进行。其用意即为

阻挠中国之民族复兴。中国兹已抱定决心，誓

必奋斗到底，以维护本国之生存。⑥ 日本代表芳

泽谦吉极力否认日本阻挠中国统一和复兴，并

称中国只有改变反日的态度，与日本合作，才有

和平与安宁之可能。⑦ 会上，日本代表还表示，

中日之间的问题应由中日两国政府来处理，所

有其他的列强都应让中日单独解决问题并鼓励

双方达成一种互利的协定。对此，中国代表表

示，只要日本对中国还抱有领土野心，只要日本

想从中国拿走他想拿的所有东西却什么也不给

中国，中日之间就不可能合作。只有当中国人

民都相信日本没有这些企图时，日方的任何行

动才不会遇到抵抗。⑧

１９３７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中国太平洋
国际学会把工作的重心转向寻求外援。１９３８年

９月，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全权大使，学会的工作
暂由刘驭万负责。１９３９年底，退职后寓居天津
的颜惠庆出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主席，主持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因为战争的关系，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总部也迁往香港，地址

是：Ｃ／ＯＣｈｉｎａＩＰＲ１０ＰｅｋｉｎｇＲｏａｄ，Ｋｏｗｌｏｏ，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香港九龙北京路１０号］。⑨ １９３９年
１１月１８日至１２月２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七
次会议在美国弗吉尼亚比奇（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Ｂｅａｃｈ）举
行。其时中日之间的战争已持续了三年多，欧

洲的战争也已有三月之久。尽管受到了战争的

影响，颜惠庆还是率领一个由十个人组成的代

表团参加了会议。瑏瑠 会议讨论的问题有：一、中

日双方的立场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形势；二、列

强在远东冲突中的政策与利益；三、远东调整的

可能性。瑏瑡 会上，中国代表团团长颜惠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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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ＨｕＳｈｉｈ，ＯｎａｎＩＰ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ｃｏｄ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６，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Ｏｃｔ１９３３胡适的这一演讲曾被翻
译成《太平洋学会的规律》刊登在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５、２６日的天津《大
公报》上。

“太平洋学会奄奄无生气”，《申报》，１９３３年８月２２日；
周宪文：“毫无生气之第五届泛太平洋学会”，《新中华》第１卷第
１８期，１９３３年９月。

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共１６人，他们是：胡适、张伯
苓、张忠绂、冀朝鼎、许仕廉、顾子仁、骆传华、孟治、陈荣捷、李、

沈昆山、吴半农、施博群、ＹＳＬｅｏｎｇ，ＮＷｉｎｇＭａｈ，ＹＹＴｓｕ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１９３６“附录”。

这是苏联第一次有正式代表出席太平洋学会年会，也是

唯一的一次。会上苏联太平洋学会提供了５篇关于苏联远东太平
洋地区的文章，它们是：《苏联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苏联社会

主义建设指南》、《作为交通问题的北海航线》、《苏联远东地区的

自然和自然资源》、《苏联远东地区的森林资源与利用》。所有这

些都是资料性的，没有政治的含义。它只涉及苏联国内的形势，没

有涉及更广阔的国际问题。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ＶＦｉｅｌｄ，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ｂｉｂｌｉ
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ＮｏＩＶ：ｔｈ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Ｙｏｓｅｍｉｔ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９，Ｎｏ４，Ｄｅｃ１９３６

《胡适日记全编》（六），第６４１页。
“太平洋学会胡适指日阻挠我建设”，《申报》，１９３６年８

月２６日。
“太平洋学会席上芳泽谦吉诡言答辩否认日本阻我复

兴”，《申报》，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７日。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１９３６，ｐｐ１７９－１８０
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１２，Ｎｏ４，Ｄｅｃ１９３９
这１０个人是：颜惠庆、张彭春、钱端升、周鲠生、陈光甫、

陈炳章、林语堂、李国钦、刘驭万、冀朝鼎。见《大公报》，１９３９年
１１月２２日。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１９３９，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ｂｙＧｅｏｒｇｅＨ
Ｂｌａｋｅｓｌｅ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１４，Ｎｏ１，Ｍａｒ１９４１；又见“七届太
平洋学会今日在美开幕”，《大公报》，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２２日。



中国人民已决心继续进行自卫战争，直至日本

军阀意识到其对华企图绝无实现之可能为止。

同时中国对于各民主国家，尤以美国对华之同

情深表感谢，更望此种同情能早日转变为对华

之具体援助。①

随着中日冲突的不断升级和其他国家的卷

入，超派别的讨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通常与

会的各国代表团都会在会前举行秘密会议，商

讨在会上提交的议题和看法。会后要向政府发

电，汇报会谈的情况。与会者都把会场当作了

代表各自政府进行政治上讨价还价的地方。②

特别是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会别无选
择地强化了与政府的关系，整个学会卷入了反

法西斯事业当中。美国分会的官员韦尔伯（Ｒａｙ
ＬｙｍａｎＷｉｌｂｕｒ）在一次演讲中表示：

“学会的官员和职员都相信，战争的形势赋

予学会的研究和对局势的讨论一种新的重要

性。这些活动是为民主而战的努力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美国人民迫切的任务就是彻底进行

战争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其它轴心列强。他

们的失败是远东和其他地方和平的前提。太平

洋国际学会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承诺‘中立’。相

反，军事侵略无视其他人们的权利，与学会代表

的一切原则相背离。为了支持这一目标，美国

分会承诺尽其所能。……学会经过多年的努

力，致力于建设一个知识团体和培养一批对远

东有广泛理解的人，现在是做出贡献的时候

了。”③

为了更好地与政府保持联系，太平洋国际

学会理事会和美国分会理事会于１９４２年联合
在华盛顿设立了一个办公室，以便与盟国政府

接触。同时一些重要的政府官员加入学会，一

些重要的学会官员则直接参加到与战争相关的

活动中。１９４２年，蒋梦麟接替颜惠庆担任中国
太平洋国际学会主席一职。是年１２月４日至
１２月１４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八次年会在加拿
大魁北克的蒙特屈布兰（ＭｏｎｔＴｒｅｍｂｌａｎｔ）举行。
施肇基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④ 这次会议

的特别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太平洋国际学会

成员国都已卷入了战争。会议的议题是：一、盟

国，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地区有重要利益的国

家可以联合或单独采取何种步骤，以帮助战争

之彻底进行，实现种族、政治和经济之平等与幸

福？二、对上述问题讨论所得之结论，在多大程

度上又是以何种方式，可以成为战争期间和战

后盟国的实际计划之基础？由于这些问题涉及

各国间的合作，没有政府的参与，讨论会变得不

切实际。为此，学会违背了以前的做法，首次邀

请政府官员以私人资格出席了会议。⑤ 这样，学

会的民族主义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

到１９４５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已经
特别明朗，胜利马上就要来临了。战后如何处

置日本及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问题成为太平洋国

际学会最关心的问题。为此，太平洋国际学会

于１９４５年１月６日至１月１７日在美国弗吉尼
亚温泉（ＨｏｔＳｐｒｉｎｇｓ）举行了第九次年会，蒋梦麟
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⑥ 会议的主题是：战

后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具体讨论以下问

题：一、１９４４年最有意义的进展是什么？它对于
盟国之间的关系、建立持久和平的基础以及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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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颜惠庆在美谈话”，《大公报》，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４日。
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Ｌｏｏｍｉｓ，Ｌｉｇｈｔ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ｉｒ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３，Ｎｏ１，Ｊａｎ１９３０
ＩＰＲｉｎＷａｒｔｉｍｅ：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转引自ＰａｕｌＦＨｏｏｐｅｒ，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ａ
ｃｉｆ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ＡｓｉａｎａｎｄＰａｃｉｆ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６１，Ｎｏ１，１９８８

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共１０人，他们是：施肇基、周鲠
生、朱世明、方显廷、夏晋麟、徐淑希、高凌伯、李、李国钦、ＴＬ
Ｔｓｕｉ。见 ＷａｒａｎｄＰｅａ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ｈ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ｗａｒｔｉｍｅａｎｄ
ｐｏｓｔ－ｗａ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Ｆａｒ
Ｅａｓｔ，ＭｏｎｔＴｒｅｍｂｌａｎｔ，Ｑｕｅｂｅｃ，Ｄｅｃ４－１４，１９４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ｒｅ
ｔａｒｉａｔ，ＩＰＲ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４３ｐ１５５

Ｐｒｅｆａｃｅ，ＷａｒａｎｄＰｅａ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ｏｆ
ｔｈｅＥｉｇｈｔｈ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Ｗａｒｔｉｍｅ
ａｎｄＰｏｓｔｗａ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ｎｄｔｈｅ
ＦａｒＥａｓｔ，ＭｏｎｔＴｒｅｍｂｌａｎｔ，Ｑｕｅｂｅｃ，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４－１４，１９４２，ＩＰＲ
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４３

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共１９人，他们是：蒋梦麟、张嘉
森、张忠绂、陈序经、钱端升、周鲠生、夏晋麟、胡适、李、李卓敏、

刘驭万、骆传华、宁恩承、蒲薛凤、邵玉麟、吴文藻、杨云竹、叶公超、

袁同礼。见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Ｎｉｎ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ｔＳｐｒｉｎｇｓ，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Ｊａｎｕａｒｙ６－１７，１９４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ＩＰＲＮｅｗＹｏｒｋ，
１９４５，ｐｐ１５０－１５１



进太平洋地区人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进步有何

意义？二、日本战败的影响是什么？应该制定

什么样的对日政策？对日政策之原则应如何加

以具体的表述？三、战后太平洋地区将存在何

种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应如何着手加以解决以

便加快经济恢复并保证持续增长？四、战争是

以何种方式影响到太平洋地区的文化和种族关

系？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改善这种关系？五、提

高附属地人们的福祉并帮助他们走向自治涉及

哪些问题？应采取何种方法和政策？六、太平

洋地区的集体安全机构应如何设计以便保证这

一地区的持久和平？① 会上，蒋梦麟把中国的立

场概括为三条。一是完全彻底地打败日本；二

是太平洋各国相互信任与合作；三是迅速把中

国建成一个民主的工业化国家。② 不过，中国所

提出的这三条希望后来都全部落空。

三、意识形态化时期：１９４６—１９５０

尽管战争使亚洲和欧洲许多国家的分会处

于混乱状态，但战后许多人还是对学会的前途非

常乐观，因为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曾一度

对学会表现得非常友好，一些著名的人士甚至加

入学会。如１９４６年美国分会就吸引了前陆军部
长贝克（ＰｅａｒＢｕｃｋ）、前国务卿居里（ＬａｕｃｈｌｉｎＣｕｒ
ｒｉｅ）和副总统华莱士（ＨｅｎｒｙＷａｌｌａｎｃｅ）加入它的
理事会。人们有理由相信，一种新的太平洋秩序

即将出现，学会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这种乐

观主义情绪的鼓励下，学会的领导层一致决定恢

复学会传统的运作模式。１９４６年初，霍兰德
（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ｏｌｌａｎｄ）出任学会总干事。他采取鼓
励、支持和访问的方式帮助许多在战争期间中断

了的分会恢复活动，同时又使学会的会议及研究

出版工作继续进行。也就在１９４６年，胡适自美返
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主席

一职又由胡适担任。

然而，战后的世界毕竟不同于战前了。学

会再也无法创造出以前的那种氛围。战争结束

不久，太平洋国际学会就因所谓“共产主义”的

问题上发生信任危机。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和

中国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导致了大量对与学会

有关的个人及学会本身的指控，中国分会也卷

入其中。受此影响，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进入

了意识形态化时期，并因这种意识形态化而导

致了学会的解体。

所谓学会的意识形态化就是指那种基于冷

战思维而对学会的“亲共”倾向加以指控。所谓

的“亲共”问题其实就是抗日战争期间主张援助

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抗战期间太平洋国际学会

内部的确有一些人同情中国共产党，并主张把

美国援助的一部分交给共产党。事实上，抗战

期间太平洋国际学会总会曾有吸收中国共产党

人周恩来参加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

的计划。具体负责联系此事的是太平洋国际学

会总会干事、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委员会

委员陈翰笙。他在给学会总干事爱德华·Ｃ卡
特（ＥｄｗａｒｄＣＣａｒｔｅｒ）的一封信中说：“周恩来本
人恐怕没有时间担任中国太平洋关系学会委员

会的工作，我敢肯定，他更乐于看到更多的富有

才华的年轻中国人在中国太平洋关系学会供

职，尤其是在编辑中文期刊方面。下面列出七

个人的名字。我敢说，每一个都会得到他的同

意。”③显然这实际上是周恩来的意见。陈翰笙

要求卡特为他提供的这份七人名单保密，因为

他并不准备向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提交任何名

单。但最后这份名单并未被采纳。

由于美国一直把与苏联的冲突看成是“人

类关系中最大的冲突”，④当中日冲突逐步升级，

中国共产党逐步放弃其政策中的激进方面，主

张与国民党合作时，美国仍然认定中国的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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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ＮｉｎｔｈＩＰＲ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１７，
Ｎｏ４，Ｄｅｃ１９４４；又见 Ｐｒｅｆａｃ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Ｎｉｎｔｈ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ｔ
Ｓｐｒｉｎｇｓ，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Ｊａｎｕａｒｙ６－１７，１９４５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ｐｐ５－６
陈翰笙：“致爱德华·Ｃ卡特”（１９３９年１月３０日），《陈

翰笙文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１４－５１５页。陈翰笙所列
出的七人是：钱俊瑞、薛暮桥、张仲实、邹韬奋、金仲华、毕云程、刘

思慕。他们都是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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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７，Ｎｅｗｓ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Ｓｅｐｔ．１９２７．



主义不过是改变了它的表现形式。① 直到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才有

所改变。他们觉得一个统一的中国对于抵抗日

本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大多数的美国太平洋国

际学会会员都赞成中国的统一战线，尽管他们

不一定赞成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他们对蒋介石

破坏统一战线的担心甚于对共产党的担心。②

其中有些人，不仅主张维持统一战线，还主张援

助中国共产党，拉铁摩尔（Ｏｗｅｎ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和毕
森（ＴＡＢｉｓｓｏｎ）就是其中的代表。拉氏是太
平洋国际学会机关刊物《太平洋事务》（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的主编，１９４１年 ７月应罗斯福总统之
邀，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他一直主张美国

应对日本采取强硬的政策，同时支持中国的统

一战线。在他看来，来自俄国或来自民主国家

或来自双方对于统一战线的支持，才能使日本

溃败，才能使中国保持领土完整和独立。③ 他坚

持美国应该支持一个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中

国。他说，“我们必须与中国合作，否则就不能

在远东建立和平。我们不能干涉中国，否则将

毁灭远东的和平。美国人持有的最危险的看

法，就是认为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有权力

和义务或者迫使中国政府发动一场对付共产主

义的内战，或者规定政府与共产主义者和解的

条件”。④ １９４３年，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干事毕
森在该会出版的《远东观察》上发表文章，认为

两个中国必定出现，一个是国民党统治的“封建

的中国”，另一个是共产党统治的“民主的中

国”。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一种土地激

进主义，在农村推行的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

而不是共产主义，而国统区是基于“地主—高利

贷体制”（ｌａｎｄｌｏｒｄ－ｕｓｕｒｅｒｓｙｓｔｅｍ），因此可称之
为“封建的”（ｆｅｕｄａｌ）。⑤ 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董显光要求学会总会

驻重庆的记者对此作出解释。随后又宣布取消

该会免费取得资料的优待。⑥ 这表明在太平洋

国际学会内部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存在分歧。

在抗战后期，美国曾一度对中国共产党表

现出友好的态度。直到１９４４年６月美国副总统
华莱士访华时，美国仍敦促蒋介石与中国共产

党合作。而蒋介石则“力斥共产党宣传所谓彼

等仅为土地改革之民主份子之一说。并谓彼等

共产化程度较俄国人尤甚”，要求美国对共产党

保持“超然”态度。⑦ 但是到１９４４年底，美国对
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当时美国军

方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它的战略、外交方

针和宣传政策都追随苏联。中国共产党在它的

整个历史时期都忠诚地支持并遵循苏联的政

策。其中最重要的结论有：一、中国共产党的民

主是苏维埃的民主，而不是“英美意义上的民

主”；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一部分，由莫斯科发起并领导；三、有理由

相信苏俄计划在满洲、朝鲜和华北制造由俄国

人主导的地区；四、如果没有满洲和华北的自然

资源，强大稳定的中国就不可能存在；五、为了

阻止满洲和华北脱离中国，中国就不能像欧洲

那样分为英美军事行动区和苏联军事行动区。⑧

这样，美国从对抗苏联在远东的影响的目的出

发，主张战胜日本后把满洲归还中国，以帮助中

国获得完全的独立和统一。也正是因为这一

点，美国最终决定保留日本的天皇，并帮助日本

迅速恢复经济，以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和日本

国内可能出现的革命浪潮。

随着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冷战

格局的形成和中国国内局势的急剧变化，战时

主张援助中国共产党的人都受到了普遍的怀

疑，结果导致太平洋国际学会遭遇严重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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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胡适的积极性大不如前。１９４６年印度邀
请中国太平洋学会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一起出席１９４７年在印度召开的“全亚洲会议”
（Ｉｎｔｅｒ－Ａｓｉ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尽管国民党
政府方面希望太平洋学会能参加此会，并愿意

提供会议经费，胡适还是表示不参加此会。①

１９４７年在英国艾汶河畔斯特拉福特镇（Ｓｔｒａｔｆｏｒｄ
－ｕｐｏｎ－Ａｖｏｎ）召开的第十次太平洋国际学会
年会上，中国也只有少数几个人参加了会议。②

之后，随着美国国内对太平洋国际学会指控的

升级，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决定解散。１９５０年
９月１８日，胡适在致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主
席吉尔克莱斯特（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Ｇｉｌｃｈｒｉｓｔ）的一封信
中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胡适说：

“作为中国太平洋关系研究会主席，我很抱

歉地通知您和太平洋理事会，自即日起，中国太

平洋关系研究会决定退出国际太平洋关系研究

会和太平洋理事会，并决定不再派代表参加第

十一次太平洋关系研究会的国际会议。我是在

自由中国、香港和美国等地尽可能广泛征询各

方面意见和中国太平洋关系研究会会员意见的

基础上做出这一决定的。我代表中国理事会，

向太平洋理事会以及各国理事会表示深深的歉

意。多年来我们在一些政策和观点上存在分

歧，这些分歧最终导致我们结束这种兄弟般友

谊。”③

按照胡适的政治理念，这种政策和观点上

的分歧不应该成为解散学会的理由。真实的原

因是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相信了那些子虚乌有

的指控，对学会的所谓“亲共情结”（Ｐｒｏ－ｃｏｍ
ｍｕｎｉｓｔ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非常不满。这样的结局，也
算得上是悲剧性的了。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退出后，美国国会对

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指控不断升级，其中最著名

的就是参议员麦卡锡（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ｙｍｏｎｄＭｃＣａｒ
ｔｈｙ）指控拉铁摩尔为苏联间谍。为此美参议院
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太平洋国际学会。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认为，太平洋国

际学会应对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负责。④ 尽

管这些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但在２０世纪４０年

代末５０年代初西方反共思潮的背景下，人们大
多相信了这些指控。对学会的支持减少了，原

来支持学会的洛克菲勒基金和卡内基基金都撤

走了，一些国家的分会宣布脱离或解散。这样

继续努力维持学会已经毫无意义了。１９６０年
１２月，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正式宣布解散学
会。２个月后，美国分会理事会也宣布解散，太
平洋国际学会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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